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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杨 果 赵治乐

摘 要:宋太祖提出荒年募兵的政策,以消除流民可能的动乱隐患。此一设想被富弼较

好地落实,并与其它措施一起成为很多士大夫推崇的赈灾典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却因

其带来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未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王安石

为首的变法派推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而且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方式,由此

发展了生产,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动乱的政治效果。苏轼兄弟在几种救荒方式间依违不定,
程颢曾参与以工代赈行动,朱熹则多次呼吁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赈灾。宋太祖钦定和宋

神宗正式诏令的赈济方式,均产生很大争议,说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与国家法令的态度

并非严遵谨守,而是力争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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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国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非常有限,严重灾荒如果造成大量流民,国家政治经

济势必受到重大影响。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圣如尧汤,且不能免水旱之忧,所恃者有

豫备之素焉耳”①。在劝分、减税等通常的赈济措施之外,如何应对饥荒,士大夫们纷纷提

出或试验了自己的主张。
学界关于宋代荒政以及与之相关的士大夫群体、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诸方面的研究

成果十分丰富,但对于不同士大夫的荒政主张之区别及其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宋代不同

时期的主要荒政措施及其结果,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就宋代士大夫对重点荒政措施的不

同态度及其具体实践情况进行简要的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一、以富弼为首的荒年募兵政策实施者

富弼是不少士大夫推崇的赈灾模范。庆历八年(1048)七月戊戌,朝廷下诏说:“河北

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军。”②富弼时任京东路安抚使,执行得力,“河朔大水,民流就食

……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③他本人对

此也很自豪:“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
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兵俸廪而

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之利也。”④救灾、防盗、战斗力强

而费用少于禁军,似乎他是一举而多得了。
富弼募流民为兵,并非首创。宋初,“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惟养兵也。方凶年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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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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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赵)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
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警。”①赵匡胤对这一“秘诀”非常自得。
南宋人吴儆在解释荒年募兵政策时,以为,“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原因在于

“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 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

之盗,一举而两得之。”②因而,此政策在宋代多数时期得到贯彻。每逢灾荒,“有计划或无计划地招募农

民参军的事依然层见叠出。”③

二、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为首的荒年募兵政策反对者

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强烈反对荒年募兵政策,理由主要有两点:
其一,此政策导致农业劳动力减少。欧阳修认为,“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

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

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
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 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④这里驳斥的

虽然是假托的“吏”,始作俑者却是赵匡胤。
在北宋这样总人口约1亿的农业社会,抽调百余万男性壮劳力作为军士供养起来,确实容易造成生

产受损。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在北宋时期,农业生产力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牲畜和机械所起的作用还

居第二位。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强壮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军队,成为职业兵,并形成一个寄生的

社会人群,一律从壮健到老年永远脱离农业生产,其给予农业生产上的影响当然是十分严重的。”⑤

其二,此政策造成严重冗费,给国家和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司马光认为,募流民为兵是造成冗兵

的重要原因,他曾上奏道:“臣愚以为国家从来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即日系籍之兵,已为不少矣,何
苦更复直招禁军,及招饥民以充厢军? 臣不知建议之臣曾与不曾计校今日府库之积,以养今日旧有之

兵,果为有余为不足乎? ……臣又闻即日灾伤之处,军无见粮,煮薄粥以饲饥民,犹不能给,况刺以为兵,
将以何物养之终身乎? 且畎亩农民止因一时饥馑,故流移就食。若将来丰稔,则各思复业。今既刺以为

兵,是使之终身失业也。于官于民,皆为非便。谋策之失,孰甚于此。”⑥赵匡胤视作“一举而两得”的荒

年募兵之策,司马光却以为“于官于民,皆为非便”。
就在富弼赈灾前后,很多士大夫已经对冗兵问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如庆历七年(1029),三司使张

方平上奏指出:“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衣食,无有解期。七八年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

云救。”⑦司马光也说:“庆历中……朝廷广加召募,应诸州都监、监押募及千人者,皆特迁一官,以此之

故,天下冗兵愈众,国力愈贫。”⑧虽然没有特意针对富弼的迹象,但显然不认同募兵之举。
司马光给出的赈济策略是,“其灾伤之处,州县不得妄招饥民以充厢军,但据所有斛斗,救接农民,俟

向后稍丰,使各复旧业。”⑨更具体的措施包括:“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任

者易之,然后多方那融斛斗,各使赈济本州县之民,若斛斗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

籍,先从下等次第赈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췍췍췍元祐元年(1086)四月辛卯,司马光当政时又强调:
“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县令、佐得人。”要求“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若本县米谷数

少,则先从下户出给历头,有余则并及上户”췍췍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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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钱粮不足、救助难以周全的情况,司马光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即优先赈济土著,优先赈济

下等农户,着眼于维持灾民生存,维护当地稳定。思路的核心是依靠“公正之人”,并撤换“不胜任者”。
司马光的主张回到了传统的赈济路数,着眼于解决荒年募兵所带来的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诸问

题,但未能处理好储备有限与灾害频仍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即使仅仅确保最下层民众的基本生存,
传统赈济方式也可能面临财力不可持续的窘境,导致“流民纷纷蚁聚,弱者困毙,强者剽掠”①,而赵匡胤

所筹划的兵、民互相牵制局面又不复存在,由此便会增大社会动荡的隐患。

三、以王安石等为首的以工代赈主张者

神宗时期,募流民从军的作法已经难以为继。实际上,自仁宗时禁厢军已是“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

五万九千”②,此后一直居高不下,故神宗感叹:“穷吾国用者,冗兵也。”③虽然,“从根本上说,不是赵匡胤

的‘荒年募兵’政策造成了大批饥民的入伍,并因此导致了兵额的‘与日俱增’,而是凶年饥岁大量灾民投

军以求生路的客观现实决定了这一政策的确立。”④但是,类似富弼等所募的流民确实成为冗兵的重要

来源。
灾荒时期,除了从军,饥民还有没有其他生路? 一些锐意改革的士大夫推出了“以工代赈”的做法。
较早实施以工代赈的是“庆历新政”的领袖范仲淹。皇祐二年(1050),他在浙西救灾时,大兴工役,

“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沈括对范仲淹

之举高度认同,称:“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

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⑤

正是在沈括的推动下,“著为令”得以成为现实。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中书门下言检正刑房

公事沈括状,乞今后灾伤年分,如大段饥歉更合赈救者,并须预具合修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目及召募每

夫工直申奏,当议特赐常平仓斛钱召募阙食人户从下项约束兴修,如是灾伤本处不依敕条赈济,并委司

农寺点检察举。从之。”⑥沈括的奏状直接促成了“以工代赈”在全国的制度化,朝廷对募饥民兴修农田

水利作了相当具体的规定,“诏:‘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

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如系灾伤,则不依前后敕赈济者,委司农寺点检奏劾

以闻。’”⑦

沈括本人积极实践自己的主张。熙宁六年十月甲戌,“相度两浙路水利事沈括言,常、润二州岁旱民

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⑧

作为改革派的领袖,王安石是“以工代赈”主张的积极倡导与践行者。王安石认为,“善为天下计者,
必建长久之策,兴大来之功。当世之人,涵濡盛德,非谓苟且一时之利,以邀浅鲜之功而已……庆历以

来,南北饥馑相继,朝廷大臣,中外智谋之士,莫不恻然,不忍民之流亡殍死,思所以存活之。其术不过发

常平、敛富民,为饘粥之养,出糟糠之余,以有限之食,给无数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

已被野矣。此有惠人之名,而无救患之实者也。”⑨王安石的“长久之策”就是发展生产,增进公共服务。
其“救患之实”是募饥民兴役,使饥民在灾荒时仍能自食其力,并为将来的生产生活做出贡献。诚如后世

学者所说,“王安石向来反对纯用‘发放粟米’或‘煮粥俵散’之类消极的救荒办法,主张救荒之费转而用

于扶持农业生产。具体方法是募饥民、流民来兴修农田水利。”췍췍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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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王安石当政期间因赈灾所兴的工役归类,主要有三类,首当其冲的是发展农田水利事业。这可以

增强抗灾能力,提高日后的生产和收成,减少损失,等于向大自然索取财富。这类工程在熙宁年间屡屡

兴起,如熙宁五年(1072)二月壬子,“赐两浙转运司常平谷十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

利。”①熙宁六年九月戊申,“诏(淮南东路、两浙)各拨常平司粮三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②同年十

二月甲戌,“诏淮南东路转运司募阙食贫民,兴修扬州江都、高邮、天长界河及古盐河。”③十二月癸未,
“赐淮南西路转运司常平米三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④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在朝廷的要求之下,各地

官员都注重以工代赈,变害为利。如蒋之奇在淮东转运副使任上,“岁恶民流,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

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⑤

将赈济灾民与王安石新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田水利法结合起来,使这类工役几乎遍及全国

各地,成就很大。《宋史》称:“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

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⑥当然,这不仅仅是募饥民的结果,但饥民兴役显然也是重要部分,而
且这项统计还未包括饥民对运河等其他重大水利设施的参与。

第二类是灭蝗减灾。蝗虫是主要农业害虫,即使不需赈济饥民,官府平时也需要拿出人力物力去灭

蝗,如嘉熙三年(1239)“七月戊辰朔,诏诸路提举常平司下所部州县募人捕蝗,给米易之”⑦。熙宁年间

把灭蝗与赈饥结合起来,七年(1074)十月癸巳,“诏赐淮南路常平米二万石下淮南西路提举司,易饥民所

掘蝗种。”⑧鼓励灾民通过扑灭蝗虫或挖掘蝗蝻来换粮活口,同时也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第三是兴复公共设施,主要是浚筑城壕等。如熙宁七年五月戊戌,“诏募河北饥民修瀛州城。”⑨同

年八月戊辰,“诏募真定府、邢洺磁相赵州阙食流民修城壕……仍半月一具已兴修次第及支钱粮数以

闻。”췍췍췍熙宁八年闰四月壬辰,“提举永兴军路常平等事章楶言:‘鄜延路去年灾伤岁饥,知延州赵禼舍流

民以空营,募壮者筑浚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余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于旧。’诏奖

之。”췍췍췍这类工役很多见,且主要集中在西北二边。
以上三类役作经常同时开展,在赈饥救荒中共同发挥作用。如熙宁七年八月己丑,“河北西路转运

司请,灾伤路召募阙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外,其于农田、水利及修城壕者,悉给常平钱谷。从之。”췍췍췍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赈灾所兴之役并非强制所有饥民一律参加,而是按照饥民各自状态有所区分。
如熙宁七年(1074)四月己巳,中书建议:“其流民所至,检计合兴工役,给与钱粮兴修,如老小疾病,即依

乞丐人例。”췍췍췍此项政策得到落实并且到元丰年间仍在继续施行。元丰元年(1078)八月庚午,神宗又诏:
“青、齐、淄三州被水流民,所至州县,募少壮兴役;其老幼疾病无依者,自十一月朔,依乞人例给口食,候
归本土,及能自营,或渐至春暖停给。”췍췍췍

其二,兴役具有针对性。除考虑各地的实际需要,分别安排水利或筑城等不同工役外,还根据气候

等客观条件作出时间上的调整。如针对山西冬季严寒的情况,熙宁七年十二月壬辰,“河东路察访使李

承之言:‘潞州、威胜平定军等处灾伤,难人人周给,欲取其老疾羸弱及遗弃小儿给粥存养。中春稍暖,可
以兴工,即募壮者充役……’从之。”췍췍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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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赈灾所兴之役首先考虑的是工程的必要性,即有无兴作的必要,并非为兴役而兴役。熙宁七

年(1074)三月乙丑,“中书言:‘民既失业流移,道过京师,苟给以粮食,远近相传,来者不已,则难以周给,
而近畿又未有兴工用众之役以募之。臣等以为莫若诏流民所往州郡,募其少壮者充役,疾病老幼者则计

口给食。’遂诏京西路监司官分定州军速检计,随处当兴大小工役,募流民给钱粮兴修。”①近畿无役可

兴,朝廷便鼓励京西检计“当兴”工役以募流民。
其四,以工代赈所兴之役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灾伤有所缓解、民众愿意而且能够自谋生路

时,官府就暂停相关工役,避免扰民。如熙宁七年五月乙丑,“诏:已得雨,令司农寺指挥诸路相度,如饥

民及流移户不致阙食,未须官中赈济,即且权停所兴工役。”②

以工代赈是发展生产的实践,对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需考虑周全,与有些士大夫只满足于空谈不

同,王安石将其较好地纳入整个变法设计之中,熙宁五年八月辛丑他与宋神宗讨论浙西役钱时曾说过:
“若遇本路州军有凶年,以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③将募饥民

修水利与免役钱联系起来,在赈救饥民的同时又解决了兴役所需的费用问题。
王安石推动以工代赈,目的不仅在于富国,也在强兵。他说:“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

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校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④认为多数劳动能力较强的

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给军队,相反那些较难养活自己的才会积极投军,这就降低了兵员质量。
而荒年募兵更使质量差的兵源充斥军队,导致战斗力下降,以至像仁宗明道元年(1032)那样,“诏淮南饥

民有愿隶军中而不中者,听隶下军。”⑤

王安石不主张募兵,更反对募流民为兵,因此强调以工代赈,但对于这一点,宋神宗时常犹豫。如熙

宁六年(1073)八月丁酉,“鄜延路经略司乞自十月以后,无大段边事城寨,兵有马者,移半赴鄜延就食,输
汉番弓箭手相兼戍守……(赵)禼初有是请,上即欲从之……安石请令依近降指挥,募人修筑城池之类,
或借助免息,或赈济。上乃从安石议。”⑥又熙宁八年五月丙寅,王安石言:“司农欲令定州煮粥散饥民,
此非便,向已修条贯。今及未困,募之兴利,而诸路多且如旧,不肯推行。”⑦并就此与宋神宗反复争论。
因为神宗的迟疑,熙丰时期并非完全不招募饥民为兵,但那主要集中在王安石去位之后,而且一般是补

充阙员。如元丰二年(1079),“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

阙。”⑧元丰年间以工代赈的记载也明显较熙宁为少,这些都与安石与神宗二人在是否以民兵代替募兵

等兵制改革方面的分歧有关。
以工代赈基本上并未触动任何一个阶层的重大利益,但既然是变法派主张和实施的,保守派中最顽

固的部分人必然持反对态度。在熙宁九年(1076)夏,富弼提出:“臣又窃闻诸处兴修水利之类,役人甚

众,多或至于一二十万,此伤耗民财,事亦不细。伏愿陛下降诏有司并下诸道,切以宽民为务。”⑨而事实

上,灾民参加工役的积极性很高。史载:熙宁七年五月癸卯,“中书言:‘闻灾伤路分募人工役,多不预示

夫数。饥民骤集,或无可兴作。乞下司农寺令诸路依所计工数晓谕入役,免致饥民失所。’从之。”췍췍췍南宋

大儒朱熹曾指出:“一时元臣故老、贤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说,又
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췍췍췍此可为例证。

熙宁八年十二月甲寅,侯叔献经过详细考察,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乞以安抚司赈济米募民开修(运河

·1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췍췍췍
췍췍췍

《长编》卷251,第6139页。
《长编》卷253,第6201页。
《长编》卷237,第5777页。
《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三月乙亥条,第2578页。
《长编》卷246,第5999页。
《长编》卷264,第6458页。
《宋史》卷193《兵志七》,第4802页。
《长编》卷276,第6753页。
《长编》卷253,第6190页。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晦庵集》)卷70《读两陈谏议遗墨》,载《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3381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67卷 第2期

等)”①,得到朝廷的许可。但各地情况很不一样,如江、淮等路发运使张颉在有旨令开浚的情况下,“既
不修运河,恐叔献功成而己过益彰,乃为谤语,对枢使吴充尝及之。”②以工代赈的实施因掺杂了新旧党

争而步履维艰。

四、以苏轼兄弟为首的态度摇摆者

在新旧党争中“两不讨好”的蜀党领袖苏氏兄弟,对于是否募兵来应对流民的问题,所持态度耐人

寻味。
元祐五年(1090)苏轼知杭州时曾实行以工代赈。他“增减耗折之余,尚得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臣

辄以此钱米募民开湖,度可得十万功。自今月二十八日兴功,农民父老,纵观太息,以谓二圣既捐利与

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余弃,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盖有泣下者”③。苏轼也

曾请求,“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坏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费尚少,后日大坏,其费必倍,又因

以募人纳米出粜救饥。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
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④可就在同一上书中,他却批评,“至于募民工役,亦非实惠。若散募饥贫,
不堪工役,鸟兽聚散,得钱便走。熙宁中,尝行此事,名为召募,其实不免于等第上差科,官支钱米尽入役

夫,而本户又须贴钱雇人,凶年人户,重有此扰,皆虚名无实,利少害多。”⑤在苏轼看来,“两用而并济”的
开湖、修屋是不属于“利少害多”的工役的。

元祐六年,苏轼又对募饥民工役提出异议,“不惟饥民羸弱聚散不常,难为工役,又缘常平斛斗本法,
元只用粜籴以准平市价,若将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给与,则是有出无收。”他还特别提到,“元丰以前,
常用常平钱米召募饥民工役,虽有减耗,却将宽剩息钱补填。今来常平官本,有出无收,若不立法禁止杂

支,则数日而尽,深为可惜。”⑥可见,王安石关于以工代赈资金来源的设计得到实施,但不知苏轼如何解

释熙宁时期常平官本为何不曾数日而尽,反倒府库充衍? 常平钱粮不用来赈灾,却留着要做什么用?
苏辙的态度与乃兄也很相似。他训释《诗经》“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

劳,其究安宅”的句子,称:“使者所至,招来流民。使反其都邑,筑其墙垣而安处之,然后民知所止,如鸿

雁之集于泽也。故其民虽劳而不怨,曰其终将安宅矣。”⑦某种程度上,其解释与熙丰年间募饥民修浚城

壕的实践是非常相近的。但苏辙更崇拜富弼的赈灾,叹赏“百万之众,无一人为盗者”⑧。事实上,多数

记载称当时饥民人数约五十万左右,仅止文人夸饰“百万”之半,淳熙十年(1183),江东宪臣尤袤曾质疑:
“祖宗盛时,荒政著闻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赵抃之在会稽,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夷考其实,则青州一

路饥民止十五万,几及南康一军之数;会稽大郡,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⑨至于“无一人为盗者”,更是夸

张。范仲淹曾写道:“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继富公之后,庶事有伦,守之弗坠。但岁饥物贵,河朔流民尚在

村落,因须救济。数日间入城者六七千人,无非饥穷。其来未已,二麦须稔,方可复苏。四向亦有寇盗,
齐博间稍炽。”췍췍췍可惜这些总是被他的支持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苏辙大体是倾向募流民为兵的,他称赞富弼“招其壮悍者为军,不待朝旨,皆刺指挥二字,其后皆为

劲兵”췍췍췍。可乃兄苏轼却不大同意,说:“明道、宝元之间,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
民急而为兵者,日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

·2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췍췍췍
췍췍췍

《长编》卷271,第6652页。
《长编》卷274,第6702页。
《苏轼文集》卷30《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华书局1986年,第865页。
《苏轼文集》卷48《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第1407页。
《苏轼文集》卷48《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第1408页。
《苏轼文集》卷33《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第948~949页。
苏辙:《诗集传》卷1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中华再造善本,作者误标“苏轼”。
苏辙:《栾城集》卷36《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盗贼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01页。
《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
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中《韩魏公》,载《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9页。
《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寅条,第8893页。



杨 果 等: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五,而衣食之费,百倍于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①苏辙眼里富弼所简选的“劲兵”,在苏轼看

来是“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认为募兵无法长久。
苏氏兄弟的思想游移、变幻,朱熹已经注意到并分析了个中原因。他曾说:“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

变法,后来皆改了。”②“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

纷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③朱熹还略带讥嘲地说:“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 东坡初年若得

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④“荆
公后来所以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理会。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

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又却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
如拣汰军兵,也说怕人怨;削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齐没理会,始得。”⑤此评虽可称入木三

分,但从前文看来,苏氏兄弟二人飘忽的思想与王安石变法并无必然联系,他们更擅长于发表议论而非

从事具体“俗务”。刘挚感叹:“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⑥苏氏兄弟的风格似为此绝妙

注脚。

五、二程、朱熹等以工代赈的实践与呼吁者

二程兄弟与司马光的赈灾思想相近,程颐认为“救饥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丰肥也”,即使是羸弱

者,也只需“作稀粥,早晚两给,勿使至饱,俟气稍完,然后一给。”如此灾民可“日得一食则不死矣,其力自

能营一食者皆不来矣。比之不择而与,当活数倍之多也”⑦。他们的出发点是让灾民活下来,并且尽量

使更多灾民活下来。
实践上,“水灾民饥,先生(程颢)请发粟贷之……遂得谷六千石,饥者用济。而司农益怒,视贷籍户

同等而所贷不等,檄县杖主吏。先生言,济饥当以口之众寡,不当以户之高下。”⑧这说明二程在赈济顺

序上首先考虑每户人数多寡,而司马光更注重灾民家庭的经济状况。
另外,程颢也有妥善安排以工代赈的经历,据载:“府境水害,仓卒兴役,诸邑率皆狼狈;惟先生所部,

饮食茇舍无不安便……所至治役,人不劳而事集。尝谓人曰:‘吾之董役,乃治军法也。’”⑨这一方面是

上级要求,也应与其早年支持改革有关,而且二程对王安石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程颐就以为“介甫之

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췍췍췍。
朱熹通过自己任地方官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普通的赈灾措施效果不佳。“朝廷所遣使者方来,所至

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得之,深山穷谷尚有饥民,却不沾及。然所谓十日,亦只虚文,只轺

车过后,便不施矣,其实亦无许多米给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可叹可叹!”췍췍췍而且,单纯

的赈济,又使“饥民百万,安坐饱食,而于公私无毫发之补,则议者亦深惜之”췍췍췍。因此,他奏言:“检准常

平免役令,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臣契勘本路水利极有废

坏去处,亦有全未兴创去处,欲俟将来给到钱物,即令逐州计度合兴修处,顾募作役,既济饥民,又成永久

之利,实为两便。”췍췍췍这种以工代赈的救灾请求在朱熹文集中多次出现,而且他强调募民兴役可以“救灾

兴利一举而两得之,其与见行粜给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远”췍췍췍,要争取“庶几不至又似去年虚费官物”췍췍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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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朱熹的赈灾思路与王安石相去不远。与二程相似,他以为王安石“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

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①! 因此,他没有意气用事,而是较能从实际出发,理性地考虑和

处理问题。
可惜,神宗朝之后,以工代赈明显减少,只零星出现在地方或特别时期。如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

“辛未,知大名府韩忠彥奏,乞顾募饥流民修城,从之。”②到了南宋,以工代赈更为少见,以至朱熹说道,
“臣昨所奏逐项事理并蒙开允,独有依准旧制募饥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③

六、结 语

赵匡胤募流民为兵,无非是想避免大量流民形成动乱,其核心在于:第一,给予流民必要的生活保

障,使其失去动乱的动机;第二,将流民有效控制起来,使其失去动乱的能力。这个想法在宋初是可行

的。因为那时候兵员较少,“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④,而且频繁的战争需要补充士兵。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战争渐少,士兵日多,当初的方案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变成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障碍。早在大中

祥符四年(1011),王旦就说:“言事者称,民间或有小歉及游手者,皆宜募置军籍。然一列军门,何由复

业? 不若令田农有利自致滋殖也。”⑤后世如果继续抱残守缺,更会积重难返。
赵匡胤的设计未被神宗时的变法派采纳不足为奇。王安石早就提出,“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

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

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⑥二帝三王如此,宋人对祖宗自然也可以而且

应该“法其意而已”。募兵只是手段,只要能达到防止动乱的目的,是否照搬并不重要。
朱熹也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

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

后人之责。”⑦称祖宗之法免不了常要“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这与王安石“祖宗之法不足守、流俗之言不

足恤”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以工代赈显然比募流为兵效果更好。除了众多史家一致认同的生产发

展之外,以工代赈同样保障了流民生活,而且是比较有尊严地生活;同时,农田水利兴修等政府主导下的

集体劳动,也使流民较易控制。根据统计,神宗统治的前后18年,是两宋300余年中最稳定的时期之

一,农民战争的频率和范围甚至比起宋人赞誉的仁宗和孝宗时还要小得多⑧。赵匡胤制定荒年募兵政

策时最担心的动乱也被有效消弭,正如朱熹所说,“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济饥民、消盗贼。”⑨

王安石为首的变法力量以必须的公共支出,来购买必要的公共产品,着力于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
发展公共服务,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不但追求解决灾荒赈济的可持续问题,而且作为整个改革体

系的一部分,充分考虑到了其可行性,甚至以此开始军制改革,逐步减少募兵,而以保甲代替,将赵匡胤

的权宜之计改进为长久之策,这是变法派对祖宗家法“变而通之”的良好实践。
其实,即使是保守派,也未必总是对“祖宗家法”毕恭毕敬。元祐元年(1086)正月丁巳,保守派大臣

韩维说:“臣等见进读《三朝宝训》,其间有祖宗时事与今不同者,盖当是时天下初定,与治平之后事体自

别,群臣论议亦从而异。又有祖宗一时处分,难以通行于后世者。”췍췍췍即使对祖宗的“宝训”,也可找到各

种理由不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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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果 等: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对于司马光来说,因为不赞成荒年募兵,更不会以“祖宗家法”束缚自己,遂完全回避太祖的训示。
可见,哪些是“祖宗家法”,并不是祖宗自己说了算———即使祖宗本人十分得意———而只有士大夫们认可

了才行。至于究竟是否“祖宗”的原意,就更不得而知了。神宗的改革措施在他后世几乎全被推翻,与此

相对的是仁宗的不少言行被推崇为“祖宗家法”,而“无论在仁宗前期、中期或是后期,范仲淹、富弼、石
介、文彥博、司马光等人都并不曾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然而,数十年后,宋仁宗的形象却似

乎有所转变,俨然成为祖宗之法的化身,成为后世帝王应直接取法的榜样”①。这同样说明,谁是家法意

义上的祖宗,诠释权也掌握在士大夫手中。正如研究者所说:“士大夫对于‘祖宗’的追念,往往折射出他

们对于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在宋人对于‘祖宗之法’的征引、说明与阐发中,浸透着精心的选择与

权衡,存在着突出的主观色彩。”②熙宁年间正式颁行的诏令后来也没有实行,说明无论家法、国法,都只

是士大夫们斗争的工具,既可以视而不见,也可以为我所用。
面对灾荒,宋太祖“创新”了募兵的解决方式,富弼奉行唯谨,却由此带来冗兵冗费等严峻问题,招致

欧阳修、司马光等坚决反对;不过,他们否定了这条似隐实显的“祖宗家法”,却没有找到替代办法,也就

无法消除灾荒所蕴藏的动乱隐患和统治者的忧虑。变法派用兴役的方式解决问题,一度成为法令,但因

为政治和舆论的失势而被放弃。苏氏兄弟反复不定,以文人意气掺和兵刑钱谷之类实务,致贻后人讥

讽。二程兄弟任职地方时按照上级指令较好地执行了以工代赈的做法,其传承者朱熹摒弃门户之见,强
烈要求在自己的行政辖区实施以工代赈,可惜他的职务一直不高。此后再无有见识有地位的人来振作

此事,以工代赈就更少见了,无怪乎朱熹感叹:“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乱,人遂以因循为当然。天下之

弊,所以未知所终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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